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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汎森指出:

( 线性历史观) 认为历史发展是线性的、有意志的、导向某一个
目标的，或是向上的、不会重复的、前进而不逆转的。①

西方传统中，线性历史观 ( linear history) 源于犹太—基督教思想，最
为集中的描述见于黑格尔的 《历史哲学》。放宽视野，线性历史观并非西
方的特产，而是中国古已有之的老传统。古老的天命论与正统论，可以说
是本土版的线性历史观。只是古人心目中，随时间流逝而来的未必全是进
化或前进，还包含了循环乃至退化，但历史书写的终点无疑是在当朝。这
一观念的系统表达首推司马迁的 《史记》，尤其是其中的本纪与年表。此
后，历代正史几无例外，都是如此。升级版的线性历史观与近代引入的西
方思想直接相连，特别是西方近代进化论与启蒙思想。晚清以来，这种历
史观对中国学界、思想界乃至普通人影响甚为深远。②

遗憾的是，这样一种观念，迄至今日，虽已有学者做过深入剖析，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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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其弊端，但在具体研究上，可以说，不自觉中依然左右着我们对过去的

认识，尤其是很多成果往往包裹着厚实的实证外衣，不仔细剖析，难以辨

清深藏其中的线性历史观内核，更需要反思和警觉。

隐性 “线性历史观”支配下的实证研究，表面看不到 “规律”与
“必然”，却并未从根本上与其决裂，以追求 “历史线索”及 “历史的深
度”等提法改头换面，暗中将 “规律”与 “必然性”招回学术殿堂。这
样的研究，仔细分析其标题、史料的选用与剪裁、史料与史料的拼接、引
证与叙述安排，不难发现隐身其中的线性史观。

田余庆先生对东晋政治史的研究便是如此。《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不
少章节的标题就有体现，如 “门阀政治的终场与太原王氏” “刘裕与孙
恩———门阀政治的掘墓人”，以及 “后论”中的 “门阀政治———皇权政治
的变态”与 “门阀政治的暂时性和过渡性”，这些标题，便是在利用今人
的认知优势 ( 换个角度讲，则是脱离了历史现场感的劣势 ) ，从结局的角

度为门阀政治定性，进而依据这一定性来反观其如何形成、发展与结束，

忽略或压制了其间看似与此认识不相关的事实，使其对具体过程的分析成

为 “线性历史观”的曲折表达。

作者分析 “王与马共天下”形成时，过多强调了西晋时期司马越与王
衍联合和东晋初年王与马共天下之间的连续性，以及王导的作用，根据后

来结局认为 “东晋司马氏皇权则是门阀政治的装饰品”，忽略了其中出现
过的断裂: 司马睿称帝后曾重用刘隗、刁协与戴渊，实行所谓 “刻碎之
政”，试图重振皇帝权威，不想受制于王氏等大族的努力。只因王敦起兵，

司马睿兵败，复兴皇权未果，才终导致 “共天下”之局得以维持。至少对
司马睿而言，“共天下”并非其所乐见，乃是不得已的产物。作者没有将
这部分内容放入讨论门阀政治成立的章节，而是置于其得以延续的章

节——— “论郗鉴”中来论述，亦暗示作者眼中，这一事实与其成立无关。
“论郗鉴”中除分析郗鉴在平定王敦之乱中的作用，以及在讨论郗、王家
族关系时略及王敦之乱外①，只是简单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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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士族专兵，始作俑者是琅邪王敦。
《晋书》卷六 《元帝纪》谓 “中宗 ( 元帝 ) 失驭强臣，自亡齐
斧”。齐斧，受以征伐，象征权威。实际上，元帝从来就没有驾驭强
臣的 “齐斧”，强臣也不允许元帝握有这种 “齐斧”。王敦之乱，正是
元帝欲用刁协、刘隗为 “齐斧”以驭强臣而促成的，其结果是 “齐
斧”未效，强臣先叛。①

后一段是对 《晋书》史臣曰的分析。最后两句叙述存在微妙差别乃至矛
盾: 前句以并列方式陈述了作者的两个全称判断: 元帝 ( 司马睿 ) 没有

“齐斧” +强臣不允许元帝握有 “齐斧” ( “有没有”的问题) ; 后句应是
作者提供的例子，用王敦之乱来证明上述论断: 元帝欲用刁、刘为 “齐
斧”导致王敦之乱 ( “想没想”的问题及其后续行为与结果 ) 。实际上，

后句仅能支持前句中的后一论断，同时却从元帝意图与努力的角度提供了

一个反例，挑战了前一论断。不过，作者并没有觉察两句的矛盾与扞格，

将它们平滑地衔接并置。作者心目中，结果角度的盖棺论定与时人角度的
顺时而观全然无别，想过、做过但没成功 =没有。正是前一种角度对后一
角度的压制与取代，导致作者忽略了元帝的意图与作为，漠视他任用刁、

刘等的努力，进而不认为马与王之间的冲突与 “共天下”，即门阀政治的
形成与维系，有直接关联，并将此事置于无足轻重的位置。

上述叙述中，作者等于将其所揭示的门阀政治存在的原因: 皇权不振

与士族专兵，视为像末日审判一样必然降临的事实，门阀政治亦如是，一

旦形成，就成为历史必然，无可改变，割断了与时人努力的联系。不期然
出现的历史结果摇身一变，化为铁定无疑的必然结局，众人多向力量汇成

的 “过去”窄化为必定走向某种终点的目的论历史叙述，取消了部分时人
( 这里具体指元帝及其 “齐斧”) 的能动性，无形中抬高了另外一部分时
人: 王导、王敦的作用。这种夸大，代价是将王氏变为必然的隐喻，其结
果，同样是个人能动性的丧失。其实， 《晋书》所言承认元帝曾经 “驭”

过强臣，有过 “齐斧”，但遭失败，并未否认其意图与作为。虽是唐朝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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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的后见之明，实去史实不远，反倒是作者的解释消解了元帝曾经发挥过

的能动性。

寺地遵对南宋初年政治史的研究存在同样的问题。作者将绍兴十二年
体制视作历史发展的必然结局与最终目的，认为南宋建立后的历史就是在

朝此目标前进。这从章节的标题上便清晰可辨:

第一部，南宋政权的确立———绍兴十二年体制的前奏
第二部，秦桧专制体制的建立与变迁———维持绍兴十二年体制的

政治结构

终章，绍兴十二年体制之结束与乾道、淳熙体制之形成①

不必细读正文，标题上的目的论色彩就异常鲜明。

这类追求与论述借助叙述与情节的编排，制造出一种假象，突出历史

中事件、人物思想与活动背后深层力量的存在与作用，且这种力量不为时
人所知，亦非一般后人所能揭示，要依靠深思明辨的学者的挖掘才能显

现。结果是有意无意中抬高了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在解释历史上的霸权与
独断地位。线索的勾勒与深度的获得实际根植于时人所不知的历史结
果———一种后见之明，根据历史后来的走向，立于结果，逆推其因而选
择、剪接不同的史实构建出的线索，不过是 “以后推前”“以今度古”思
考方式的再现，即中外学者所概括的 “历史的辉格解释”“倒放电影”或
“结果驱动的现象”②，换个更直观的说法，线性史观犹如看重播的体育比
赛，真实历史的演进譬如亲临赛场或看比赛直播。胜负已定，再回看则变
得索然无味，缺少了身临其境与观看直播时的惊心动魄和现场感。究其
实，此种思路未言的前提或潜台词便是黑格尔所说的 “存在即合理”，以
历史的结局 ( 根据后人或今人才具有的后见之明) 作为确定性与必然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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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过去倒叙成向既定结果或当下前进的必然性的直线单向展开，没有

意识到结果不过是一种成为现实的 “可能”，其他被视为无关的细节或史
实 ( 从确实出现过看，亦属 “事实”，但从结果看，行事者的意图未必实
现，亦可称为 “可能性”) 则从历史叙述中隐没，同时消失的还有时人的
能动性，造成封闭的历史。

受此观念支配，历史 ( 实际是 “历史叙述”: 史家笔下的 “过去”)

本身获得生命力，并带有朝着某种方向前进的目的性，俨然成了支配一切

的全能 “上帝”，时人不过是冥冥中受其操控、向既定目标迈进的木偶，

上场前胜负结局便已注定。经过如此一番修剪，历史叙述中几乎看不到线
索之外的旁逸斜出与曲折反复，个人的选择与其他可能性亦烟消云散，一

切人物都被抽空了精神与思想，没有意志，没有选择。其实，所谓的
“旁”与 “斜”，均是相对于 “正”而言的，何为 “正”，根据的乃是 “成
王败寇”的历史结果; “曲折反复”同样是 “正常”或 “必然” “趋势”
“潮流”“规范”“规则”“规律”等的衬托。这些表述，都洗不掉线性历
史观与目的论的胎记。这种史观正应和了马克思的话: “哲学家们只是用
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解释世界的前提便是承认
与接受现存世界，尽管史家与哲人手握的武器并不相同。

这种史学论述进而与后来的结果，推而广之，所有存在过的前后相连

的秩序 ( 无论过去还是当下) 构成共谋关系，剪除了过去存在的其他可能

性，排斥时人的能动性并将现存秩序固定化。阅读如此书写的历史，除了
极个别敢于冲破其束缚者 ( 常被斥为 “逐鹿之徒”) 外，对绝大多数人而
言，岂能不生个人渺小的无力感与幻灭感? 屈从于趋势、规律与必然的强
大以及记述历史的权威，进而不加怀疑地服从存在即合理的说辞，自我规

训为既存与现存秩序的接受者，从而保证了秩序的延续。

从实际效果看，此类史学以曲折的方式论证历史结局乃至现存秩序的

合理性与合法性，更深层次上使史学成为一种认可、巩固现存秩序的工
具。就此而言，当代史学与传统史学异曲同工。

史学能否实现马克思所说的改造世界的作用? 答案是肯定的，前提则

是史观的重新定位。恩格斯在 《致约·布洛赫 ( 1890 年 9 月 21—22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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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说: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 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

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

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

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

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

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

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

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

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

部的、终归是经济的情况 ( 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 使他

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

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

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

力里面的。①

恩格斯晚年提出的合力论，是不同视角的融合。一方面，没有放弃规律

论，承认整体历史的超越性，这恐怕主要是从结果角度的观察; 另一方

面，更多地强调了历史结果乃是所有人意志与行动汇集而成，超出了个人

的意志，又揭示了历史结果的非目的性与意外。后说乃是立足历史行动者

的观察，是一种从当时人角度的顺时而观。只有补充了这一视角且首先如

此观察，才能站在时人的角度，捕捉其中的幽微，解释时人是如何想象与

行动的，才能体会到结果并非必然与规律，更多的是意外; 随后将时人立

场的内部观察与今人的后见之明结合起来，才能体会到个人在历史中的作

用———尽管各人的作用大小有别，及其与历史结果间的复杂关系，冲破单

向线性史学叙述的罗网，与历史目的论与线性历史观划清界限。

当然，历史研究中应纳入可能性，史学理论家已反复论证过②，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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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如何在具体的史学研究中呈现，特别是当史料主体来自包含了目的论

的正史时，如何打捞出被压抑与边缘化的声音，就更不容易。

放眼全球，中国自秦汉以来连续不断的王朝统治构成世界历史上独一

无二的传统①，一些中国学者亦开始突破旧有的思维框架，转而强调政治、

权力与国家在中国历史中的关键作用②。的确，直到今天，我们依然为这
一悠久、独特传统所笼罩，不论是利是弊，对此能有自觉且加以反省者不
多。在寻求 “重思中国”的背景下③，搁置大而化之的论断，深入其源头，
剖析其运作机制及其表达，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秦代国祚短促，资料有限，难以详论。汉代乃是首个可以仔细探究的
王朝。当然涉及的不少具体问题，如朝廷统治与后宫争斗，读者并不生
疏。不同之处就在于把哪些史实和哪些史实勾连起来，以及如何勾连。是
按照现代人的逻辑来勾连，还是依从古人固有的逻辑? 哪些古人的逻辑?

是事后记述的史家，还是身处其中的参与者与旁观者? 是哪些参与者? 是

带有目的论的方式，还是注意到历史无目的性与时人各自的意图与目的?

我们希望能在反思线性史观与目的论的前提下，重新解读史料，顺时而

观，化熟为生，将原先似乎漫无关联的诸多现象，按照笔者所理解的西汉

人的行为与思考逻辑 ( 这里指围绕 “宠”形成的言行逻辑 ) ，联系起来，

在时序中并置更为多线的过程: 皇帝个人的生活史、众官吏的成长与奋斗
史、与皇帝的交往史、儒生的表述史与斗争史，诸种言行的交织互动，以
及与作为背景反复出现的事务处理过程的关系，等等。标题的选用亦避免
“演进”“发展”之类目的论与进化论色彩明显的词汇，而使用了“展开”。

说到 “宠”，学界与世人全不陌生，但一向斥为负面现象，置于历史
表层的泡沫或后宫倾轧的肥皂剧中，素为追求深度的史家所不屑。“宠”，

或更普遍的意义上，信—任型君臣关系，是皇帝与臣下共同追求与努力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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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对此问题的新近研究，可参见弗朗西斯·福山 ( Francis Fukuyama) 《政治秩序的起源: 从
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 ( 2011 年) ，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第 2 版。极端相
反的状况则见于中国西南与东南亚的山地居民，见詹姆士·斯科特 ( James C. Scott) 《逃避统治的
艺术: 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 ( 2009 年) ，王晓毅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
年版。
参见《文史哲》2010 年第 4 期“《文史哲》杂志举办‘秦至清末: 中国社会形态问题’

高端学术论坛”报道 ( 封二、封三、封四) ，及第 5、第 6 期及 2011 年第 1 期、《史学月刊》2011
年第 3 期中张金光、李治安、黄敏兰、李振宏、叶文宪、李若晖等人的论文。

“重思中国”的提法，见赵汀阳《天下体系: 世界制度哲学导论》 “导论”，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 2011 年再版，第 1—11 页。



成的一种暂时又持久的状态。皇帝有意无意谋求与少数臣下建立此种关
系，更多的臣下，不分男女，更是前仆后继、想方设法，渴望与皇帝确立
这种关系，结果是努力者多，成功者寡。说其暂时，因从长远看，成功基
本都是暂时的，能维持到嗣君者寥寥; 说其持久，乃是不仅在西汉，随后

的王朝，均无法摆脱其魔掌。具体到各个皇帝，关系的表现，颇有差异，

但关系的存在，实无不同，因此，文中称为 “结构性的存在”。这种状态，

乃变中不变，不变有变。

作为一种反复存在的现象，“宠”其实是 “中性的”。简单的道义谴责
不过是无力的呻吟，消灭不了它，只会遮蔽视线，掩盖其长存的内在意

义。它与通常所谓的 “线索”或 “脉络”不同，区别之一是 “宠”或
“信—任”关系乃过去实存的内容之一，是表层与深度的统一、知与迷的
统一，端看如何把握。它为时人追逐与向往，并激发众多活动，其危险性
亦非为时人所不觉，热衷者却甘之如饴; 旁观者眼中，颇有几分飞蛾扑火

的悲情。长程分析，则是王朝中 “结构性的存在”，皇帝与诸多臣民身陷
其中，难以自拔。一般的 “线索”“脉络”或历史演进的动因，无论是阶
级、集团斗争、权力争夺、生产力发展、文化，抑或关陇集团、关中本位
政策等，潜藏历史表象背后，乃后世史家独享的发明专利，均属外在于过

去的后见之明。

以往围绕朝廷统治的研究，或采取政治史的取径，或利用制度史的思

路，加上近年兴起的政治文化分析，大有三足鼎立之势。这些路径既包含
正史叙述方式上的渊源，亦不乏近代以来专史化及当代西方学术影响的近

因。其中隐含着事件、人物 /制度、言 /行的区隔: 政治史集中于事件与人
物，制度史则是制度研究的承载者，这些偏重于 “行”: 而 “言”或 “表
达”，则主要留给了政治文化。这样一种划分方式本身就是需要反省的，

不应成为不证自明、理所当然的出发点。

具体研究中，借助 《史》《汉》之 《佞幸传》的指引，在习以为常的
实体性思路之外，补充了关系性的视角，力图跳脱事件、人物 /制度、言 /

行的两分，以及权力斗争论、集团论、出身论与性别论等习惯思路，侧重
日常活动，关注 “关系过程”与 “关系的关系”，以求更加贴近时人生
活。分析上首先采用 “内部立场”与 “主位观察”，并将时人行为与意图
及两者的关系纳入视野，展示 “过去”形成中众人歧出的作用，这些言行
如何围绕皇帝、府主展开争夺，并构成相互衔接又散布甚广的关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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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反复出现，而非本质化地化约出一条线索或几种简单的因素。对儒生频

繁提到的 “公”“私”及两者与生活处境关系的梳理，亦与流行的说法不

尽相同。在此基础上，再参酌后人理解、中外学人的后见之明，加上自己

的思考，尝试对这些现象的存在与延续提出些新解释，以期丰富对过去的

认识，并有助于对当下、对自我的把握与对未来的创造。

特别需要指出，制度史研究中直接、间接受马克斯·韦伯 ( Max We-

ber) 一些论著的影响，多侧重于分析官僚制或其中某些机构与侧面，往往

将皇帝弃置一边，制造出皇帝缺席的官僚制，古代王朝统治因此会增添不

少 “理性”色彩。反之亦然。割裂带来的片面或是夸大了王朝时代 “理性

化”的程度，或是突出了皇帝 “专制”的色彩。其实，就是到了今天，这

种西方近代性在中国依然没有落地生根，历史上皇帝的 “肆意妄为”亦会

遭遇种种束缚和限制。我们需要绕过相袭已久的叙述方式设下的迷阵，重

返王朝统治的现场，将皇帝与臣下 ( 官民) ，及两者的关系纳入视野，更

全面地揭示王朝统治的实态。这一过程中不难发现中国历史中的种种内在

的矛盾性，这些矛盾性构成演进的动力，亦不难体会到韦伯将中国归入

“家产官僚制”国家的洞察力。

过去本身就是枝蔓而多向的，线索不过是后人与史家在记忆与叙述中

赋予的，带有特定的指向性。今人眼中线性演进的时间，在时人心目中未

必如是①，展示 “复数的历史” ( 用杜赞奇的话，是 “复线的历史”或
“分叉的历史”，bifurcated history②) 应是当下史家的职责之一。借助于此，

再现众人的合力如何构成了过去，使普通人不再无力地蜷缩在伟人、规律

和必然的脚下，俯首称臣，感悟到如自己一般的先人如何在过去发挥作

用，在历史面前，进而在现实中意识到自己的主体性、价值与局限。如

此，或可恢复 “读史使人明智”的古老传统。

基于以上考虑，书中论述以一种今人看来不同寻常的方式来呈现，希

望借助阅读带来的异样与疑惑，激活读者对过去与现实微妙之处的感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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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方慧容《“无事件境”与生活世界中的“真实”———西村农民土地改革时期社会生活
的记忆》，收入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 “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人
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67—586 页。此文分析了 20 世纪末一个村落中普通百姓对事件的记忆，
亦提示我们注意过去普通百姓的事件观与时间观的不同。
杜赞奇: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等译，江苏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3、50—81 页。



反省，共同投入对过去生活的重新认识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与建设。

换言之，本书并非封闭的自说自话，对古人而言，是与两千年前不同背景

与性别的众多古人的对话; 对今人而言，则是一封开放的邀请与一份诚意

的期待，是以反思的方式打破僵化的认识与观念坚冰、以更为多元的姿态
重返古人世界的邀请与期许，更是一封构建古今双向互动，借助过去反省

当下并共创未来的邀请。

附记: 本文是笔者为 《宠: 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
开》一书撰写的 “代前言”。草成后呈送师友指正，先后承蒙孙正军、

郭伟涛、屈涛、王彬、孙梓辛、邱逸凡诸君，彭刚、陈爽、游逸飞
兄、胡宝国先生、方诚峰及黄振萍兄的指教，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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